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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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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社会实践的反映，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深刻认识

中国精神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

中国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道德三个方面。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在于整合古今中国哲学的思维

方式和提供民族文化发展的思想滋养；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在于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

展；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在于涵养私德和润泽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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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一个文明国家赖以维系其生存与进步的内在力量。作为道义与真理的象征，“精神”既承

载着人类社群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也彰显着个体人格的意志品格与行为方式。深刻认识中国精神

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近

代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精神的价值与功能。由于解答时代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中

国精神的价值认识也有所不同。如张岱年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精神在民族凝聚、精神激励、整合创新

方面的价值。唐君毅立足中国精神的整体性指出其具有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的价值。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神的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论述中不断系统化、理论化，推动了学者对

中国精神的价值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①。综合来看，尽管现有关于中国精神的价值的研究成果丰硕，但

学者们或侧重于中国精神的民族性价值，或关注中国精神对国家建设某一层面的价值，尚未统合不同学

术视野和理论范式。若要充分发挥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亟需对其价值作一整体梳理。总的来看，中国

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道德三个维度上。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

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包含固本和超越两方面。具体而言，中国精神

是务实的，即以社会历史实践中对社会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的总结为其底蕴。在精神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实现了对古今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整合。同时，中国精神又蕴含了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为民族文

化的发展提供思想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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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古今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从宏观上看，当代中国精神包蕴着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其最终目标在于

统一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矛盾辩证思维。对于这种统一的形式，如

果要从中国传统的哲学表达中寻取一个合适的概括，则“道”堪当其任。

“道”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常以本体的形式出现。正如有学者所澄清过的那样，中国哲学的本

体论并非西方哲学中宇宙发生意义上的第一推动者“ontology”，而是强调宇宙、人间、万物不断创生、变

易、流行的根源和最终实在[1]。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是人们根据道之演进规律提出的。中国古代哲

学家阐释“道”本体的根本指向是“道”之流行对人的意义。他们注重探寻本体流行的规律，以发掘本体

之用。“道”之流行遵循和谐辩证的规律，蕴含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之中。如老子认为矛盾存在于万

事万物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矛盾像道之阴阳两面一样相互依存，相反相成。在阴阳的结合中，不

断创生世界万物，使万物和谐有序运转，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因此，人要遵循“道”相反

相成的和谐辩证原则，居弱守雌。又如儒家所强调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孔子以“叩其两端”为“中

道”的体现[3]110，即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庸》进一步以“中道”为“天

道”流行的最高规律，将天地万物流行的规律与君子修身之道相结合，指出若“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3]18。可见，儒家既注意到了事物内部的差异，又注重在遵守原则的基础上协调矛盾，使其结合并

产生新的有机体。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抓手，也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本立场。马克

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为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

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4]。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矛盾思维，并指出运

用否定的方式应当既考虑过程的一般性，也要考虑过程的特殊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对立面的

统一，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使新事物替代、克服旧事物。列宁进一步指出：“对

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

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受列宁影响，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并指出

前者是相对的，而后者是绝对的。关注矛盾斗争性的“斗争哲学”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而

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接榫，两者均内在地呈现了深厚的理

性思维与现实关怀。在中国精神的结构内，“道”的生生、变化，为整体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基础。黑格尔曾指出精神的“生命就是活动”，各民族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将会“被降为一种

现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转化。”[6]在当代社会，中国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思维日渐凝合，融汇为

中国精神的内核。新的时代主题中蕴含着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各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增多、

社会发展需要各方力量相互协调等新的社会实践都促使人们认识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复杂性和多

样性，以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共存。概而言之，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在于，二

者都深入事物内部揭示其中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其共同价值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事物自身的和谐发展。

辩证思维需要和谐与对立共同发生作用。体现矛盾思维、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哲学”被转化为在面对

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形态管理、党风廉政等方面的矛盾问题时，勇于应对困难挑战、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而关注事物同一性的传统和谐思维被转化为强调不同国家文明互鉴的丝路精神、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塞罕坝精神。二者共同保留在中国精神中，协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有助于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目标的实现。

（二）提供民族文化发展的思想滋养

中国精神是寓于民族文化之中的灵魂和精华，其中蕴含了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因而能为民族文化

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这种方向指引作用需要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尽管当今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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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但其制度尚有不完

善之处，而且文化发展本身具有滞后性，所以其内在的矛盾运动仍然存在。在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文明交

流的主旨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提升及其对于人类社群内部价值诉求的渗透，我国文化领

域必将遭受更多来自外部的挑战。自古及今，中国人始终相信“民心”“人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诚

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3]280因此，对于今天的

文化建设来说，具备兼容并蓄气质的中国精神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精神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天地宇宙之间，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孔子以“爱人”

为仁，倡导“君子成人之美”[3]137。对人之生命的珍视，对人之德性的尊重，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人类

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人的价值。中国精神作为文化的本质

内容，其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成为规范文化发展的价值指南。通过对人的信仰的熔铸，中

国精神所指向的正是凝聚人们对于核心价值观念的共识。尽管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到现当代的社会主

义社会，强烈的人文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精神之中，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帝制统治下，这种人文精神在

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文化观念中未能得以充分展现。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曾基于儒家

立场对君权作了这样的批判：“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

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7]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中国精神

中的人文精神理念不谋而合。更为可贵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的

人文精神理念，对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从而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局限，使其具

体化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确保工农在各方面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毛泽东依据当时社会主义文化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资产阶级顽固派不愿意工农在文化上抬头的

现实状况，提出要建立“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革命文化[8]，作为人民群众

反帝反封建的武器。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巩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在社

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人的物质利益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邓小

平作为改革的开创者，他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立足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需求，明确了“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同时，通过

解放思想完成了文化观念的自我革新，使文化建设的任务由服务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变为服务于经济

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

合起来”，通过文化建设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0]。

作为社会文化观念的精华，中国精神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古今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整

合，并通过其自身时代性的发挥，使和谐思维和矛盾思维各得其用。如孔子所言“天生德于予”[3]98，又如

荀子所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1]，都认为“人”的性命本源及其道德准则中蕴

含了更为高远、宏大的人类理想。中国精神中所蕴含的务实与超越，始终围绕着“人”的需求而展开，正

如《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3]35，这凝练地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终极理想。在这种以人为本

的思想传统中，人秉承着对于自然规律的敬畏，从而保持着对于客观真理的追寻以及理想境界的诉求。

换言之，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前提，中国精神以固有的文化风格，包含了人们对

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时代解答。面对外部种种思潮的变化与冲击，在遵循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

中国精神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完成了思想层面的奠基。

二、阐旧邦而辅新命：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

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在于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亦可以概括为“阐旧邦而

辅新命”。就前者而言，中国精神中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构筑了本民族的文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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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就后者而言，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内容，能有助于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促进中华文

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

（一）构筑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

中国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中囊括了一系列中

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价值观。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本民族文化的身份标识，维护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提升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

首先，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价值观构成了本民族文化的身份标识，起到了

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体现了连续性、

动态性、整体性、关联性的宇宙论思维。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有机整体主义”，即“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

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

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12]29。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有机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塑造着中国

人的天下观和审美观。在文化交流层面，其表现为强调不同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天下观，由此形成

了中国古代包容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识。如在佛

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尽管两种不同的思想之间曾相互摩擦、激荡，但传统儒家思想

最终吸收、借鉴了佛教形而上的修心理论与方法。儒学理论内容得以丰富，进而发展出了两宋新儒学。

在对美的理解层面，受“有机整体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产生了以和谐为美的审美观。如“乐”文化中就表

达了人与物之间的和谐之美。《乐记》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感于物而后

动。”[13]976即音乐的产生源于人对事物的感受。其中又指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13]978，“先王之制礼乐

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3]982-983。总而言之，尽管乐是人有感于万

物后的情欲之表达，但其最终要追求的不是对情感和欲望的肆意宣泄，而是经过理性调整后、与理性和

谐的情欲之抒发。其中体现了中和之美。

综合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天下观、世界观、审美观元素聚合在中国精神中，共同构成了中华

文化的核心标识。由于社会文化有历史继承性，所以个体从诞生起就自然受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观、审美

观等方面的熏陶，与本民族其他成员之间共享同一套社会文化，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成员间天

然的身份认同。正如怀特曾指出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婴儿所诞生于其中的文化类型。假如他诞生于

某种文化，他将按某种方式思考、感觉和行为；假如他诞生于另外一种文化，他的行为也就相应地不

同。”[14]这一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共同体存续的纽带。

另一方面，与农业生产相伴而生的是重伦理关系的社会。由于农业生产对“安土重迁”的要求，中国

传统社会成员间构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形成了独特的为人处世方式。具体而言，人在处

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既要以自我为出发点，又要以对方为重。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强调“群体高于

个人”[12]54。中国传统的集体观念也具有特殊性，不同于西方强调每个人单独与群体联系的集体观念，即

费孝通所定义的“机械的团结”[15]。中国的集体观念是“有机的团结”，进而形成了由无数私人关系网搭

建而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个人因处在层层关系中而与不同的群体建立联系。与之相应，公

与私的对立存在于个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较于家，个人是私；相较于国，家是私；相较于天下，

国是私。因此，关注天下之公义的“天下为公”观念是“社群高于个人”的最高体现。由此构成中华民族

的价值观，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团结的规范。

其次，民族精神需要依靠共同体的存在而得以存续，其中的价值观借助本民族经典的流传和国民教

育得以传播，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并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持续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

文化认同。从孔子删定六经，到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再到唐宋时以“五经”为核心的“十三经”经典体系，

都是观念的传播载体。通过经学研究与经典教育等活动的开展，从汉至唐，“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观念已

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之一，凝聚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文化认同。另外，中国精神之中“群体高于

个人”和“义务先于权利”[12]53的观念被融入中国古代的敬、孝、悌、慈、惠等道德原则之中。这些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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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仪、习俗等规范中得以表达，并通过仪式和人们的社会交往不断作用于人的价值观念。尽管在中国

传统礼仪、习俗中有维护以皇权、父权为主的等级秩序的消极成分，但其中也有强调德主刑辅、提倡“敬、

孝、悌、慈、惠”的积极成分[16]。其中蕴含的底线思维是通过提倡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价值，使共同体中

的成员自觉维持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社会有序运转。

（二）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

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其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可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实践，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助力于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进步。

首先，中国精神包含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由此构成了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自强创新精神内在

于民族精神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神密码。《周易》认为天道的生生不息中暗含了天指引人不

断革故鼎新的启示。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

客观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

围里——和作成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17]。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内核，民族精神在历史实

践中生成，又塑造和影响着人的思想意识，通过人的精神的对象化而创造了一系列有形的、无形的文化

成果。自强创新的精神随着人对天道、天理等规律的不断体认，而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在这一精神的激

励下，中国先贤在发展文化时，既注重传承前人的精神文明成果，又结合时代需要不断革新思想。总而

言之，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对象化的产物。而民族精神的非对象化也蕴含在其过程中①。在中国传统文

化发展的过程中，自强创新精神由于精神的非对象化作用而受到遮蔽。这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

精神的疏离，以及前者的消极成分反过来遮盖了后者的本质。传承和创新是自强创新精神的一体两面。

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时代精神推动了传统文化的革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

法。这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中的矛盾本质、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这一理论激活了原本内在于民族精神中的自强创新精神，并使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由此产生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代精神中改革创新

的内涵赋予人进行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借助蕴含在时代精神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能够帮助

人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整体、系统地把握内在于其中的民族精神。不仅如此，时代精神还规定了传

统文化的创新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其创新方向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华贯通起来”[18]18。进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中国精神还能有助于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一方面，中国精神使我们在与不

同文明的交流中既能保持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又能依据中国社会当下的需求吸收其他文明中可为我

所用的内容。民族精神能够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结合前文的讨论可知，人们在改革创新精神的作

用下能对文化进行反思，发掘其中更本源、更贴近民族精神本质的内容。在此过程中，能使人产生对本

民族思想、价值、历史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9]。近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融入民族精神之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当代弘扬中国精神的本质

要求。这能够有助于我们在增强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进而使中华文明在不同文明的交流

中“以我为主”。防止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等现

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0]这一思想

是中国精神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关于文化实践的要求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① 此处关于非对象化的定义参考了左亚文等对非对象化的阐释（参见左亚文、 刘争明：《“非对象化”及其人本价值》，《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 11期，第 44页）。简而言之，“非对象化”的表现主要有五点：一，人创造的对象反过来支配和奴役人，即马克思所说的“异

化”；二，对象作为一种外在化和异己化的存在物与主体相对立；三，对象化活动的社会效应往往超出主体的愿望而与其相背离；四，

对象化活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存在巨大的缺陷；五，对象化在实现人的本质的同时也在远离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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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8]43。这规定了我们在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此而行，使我们能在文明交流中更好地使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能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民族精神中包含了“天下大同”

的理想追求。这一理想使我们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能保持开阔的胸怀与以和为贵的态度，进而

产生了中国古代重文化而轻种族的思想传统。其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根据钱穆的考证可知，

早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就以文化差别而非血统差异来区分蛮、夷、戎、狄。其后，以儒家思想为主

流的文化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并将其与仁学相结合。儒家创立者孔子认为仁爱始于爱亲，但不止于爱

亲，而是由爱亲延伸为对他人之爱。“仁”的理念应用在政治层面则为倡导君主应施行德政。不仅如此，

孔子认为人性相近，大多数人都能“学而知之”。通过道德教育而非刑罚就能提升人的德行，帮助人自觉

约束自身行为。若人人都能通过教育培养道德自觉，则天下将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所以儒家更倾向

于德治。其核心理念是君主应以文德化民，由修身开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处理与他国或其他

民族的关系时表现为“怀柔”的对外政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170。儒家理想的世界是充

斥着仁爱的大同世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13]606。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中华文明“始终崇

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

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

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21]天下大同理念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就热爱和平，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善于发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点。这使我们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

鉴中能够拥有开阔的胸怀，尊重其他文化的特性，并善于运用和谐思维，发现不同文明多样性中的统一

性，积极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

中国精神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中国精神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始终，通过构

筑民族文化标识、推动文化创新等方式引领文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精神也通过文化实践而不断得

到充实、不断升华。

三、明私德而立公心：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

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体现为“明私德而立公心”，具体表现为涵养私德和润泽公德。其不仅有助于

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为个人自觉开展道德修养提供方法借鉴；而且能够为公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一）提供私德修养的精神指南

中国精神能够涵养私德。有学者在综合近代以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私德”是在“个人、内心、

家庭、私密关系圈以及仅仅与此相关”的“私人领域所应用之道德”，具体分为“个人在私人领域（如家庭、

亲属圈、朋友、私密关系圈等）中所应遵守”的“私人道德”与关于“传统儒家所讲的‘心性’修养”的“个体

私德”[22]318。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凝结，中国精神不仅为当代私人道德建设提供了丰润的道德滋养，还能

为个体私德修养提供许多可借鉴的方法。

首先，作为中国精神的内核，传统的核心道德价值能够滋养当代的“私人道德”，有助于个人道德品

格的培养，如传统的孝德。在“五伦”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子事父以孝。在宗法制度下，孝德是

专属于君主和宗主的、与政治和宗教密切相关的德行。孔子将孝德转换为家庭私德，主要指子女要尊重

父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大孝是使双亲受人尊敬，其次是不使父母的名誉受辱，最下等的是仅能赡

养父母。”[23]出于对孝德的重视，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孝德的书籍、典故，如《孝经》等典籍及其中的记载。

这为当今社会家庭美德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如此，家庭孝德还有助于个人道德品格的

培养。孔子以孝德为践行“仁”德之始。他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可统摄其他的一切德行。他认

为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家庭孝德的践行能够无形中培养人的性情、品格。但是，当孝德与父权结合

以后，其原本的内涵便被遮盖了。近代以来，人们提倡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并由此批判传统的父权、愚

孝，倡导自由、解放。自由、平等观念的融入校正了传统的孝德，使孔子所倡导的孝德之中关于人伦和谐

的精神被显扬出来，更有助于其发挥对个人品格的浸润作用。蔡元培曾关注到这一作用，认为孝亲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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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母之志[24]197。父母不仅希望子女独善其身，更希望其能兼济天下。孝亲者必能忠于国家，爱岗敬业，

交友有信。而在孝德的浸润下，个人健康的性情、品格也能逐渐养成。可见，中国古代以孝德为代表的

私人领域的道德价值为当代“私人道德”的修养和个人道德品格的涵养提供了丰厚的道德土壤。

其次，中国精神包含许多传统的修身克己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提升个体私德。为了帮助人们加强道

德修养，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修身方法。孔子主张要以礼克己、学思并重。他认为“礼”不仅是外在

的行为规范，更是“仁”德的体现。人在不断以“礼”约束自身行为时，便将“仁”德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

养。同时，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不断积累道德知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时常反省自身。孟子提倡

“养心”，即人要节制内心的欲望，净化自己的思想，以恢复人纯良的本性。程朱理学继承了孟子的思想，

并提倡“敬”和“慎独”的修养方法，即人要时时警醒，去除内心的欲望。这些传统的自我修养方法在当今

社会仍有借鉴意义，有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一方面，道德规范的约束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存

在天然的张力，遵守社会道德规范需要人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敬”和“慎独”的修养方法能够帮助

人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适当约束自己的欲望。慎独自省的方法是当今中国社会倡导的修身方式。另

一方面，道德是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人在运用“学思并重”的方法不断改进自身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能

知行合一，将道德规范外化于行。

（二）提供公德养成的思想资源

公德即在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所遵守之道德”，可分为“政治性公德（在政治公共领域所应具备或遵

守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性公德（个人在人际交往和人群关系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①。中国精神不仅

体现了政治性公德养成的中国智慧，还蕴含了关于社会性公德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公德养成的道德底蕴。

首先，中国精神中政治性公德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理想人格的道德品质中，

这有助于政治性公德的养成。这些理想人格的崇高之处在于道德上的“超前性”和“高尚性”。他们力求

将自身的道德修养外化为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的社会实践。这一道德追求一直内在于民族精神之

中，影响了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孔子以“圣人”为完美人格的典范，以广博施与和救济民众为其

标准。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崇圣传统，强调理想人格的道德意义。孟子以圣人为“尽心知

性”的“人伦之至”，荀子以圣人为“尽伦”者。正是因为有追求超越性道德价值的理想人格作为参照，所

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坚持不懈地用“道统”的价值修正“政统”的治理理念。其后，宋明理学进一步发挥

了孟子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理想人格的思想。如在圣人对人民、万物博爱情怀的激励下，张载认为

士大夫应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身追求[25]。近代以来，尽管

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巨大变化，但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一直内在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中。

为改变近代中国为列强所侵略的现实，近代启蒙思想家将对物质利益和个人权利的重视纳入理想人格

的特征中。如梁启超以心怀希望、有创造新世界的能力、代表自由意志的“英雄”为其所推崇的理想人

格。现当代中国精神以“人民英雄”为理想人格。这些“英雄”既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远大的抱负——以

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为人生理想，又来自于人民群众。可见，这一理想人格的范围不再限于

士大夫群体，而是以全体人民为其激励对象。因此，“英雄”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其中蕴含了社会主义

的道德追求，强调理论结合实践，为人民服务，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其次，中国传统以“仁”“义”为代表的核心道德价值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为社会性公德的培养提

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近代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但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社会

性公德的观念。按照不同道德行为的特点，可将社会性公德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具有普遍性、消极

性特征的“完全义务”和具有特殊性、积极性特征的“不完全义务”[22]319-320。中国传统的“仁”德中蕴含了社

会性公德的观念。孔子认为“仁”之内涵体现在“忠”与“恕”中。“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3]92，表达了“仁”德的博爱义。正因为怀揣对他人之爱，所以对待他人要尽己之心。“恕”即“己所不欲，

① 此处政治性公德的概念参考了陈乔见的定义（参见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版，第 318页），但与其定义有所不同，主要在于陈乔见认为政治性公德主要是为政者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而本文认为不仅为政者

要遵守政治性公德，普通公民也要遵守这一公德，如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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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施于人”[3]166。也就是说，自己所不想要的，不强加给他人。“仁”德中的博爱、尽心以及对他人的尊重都

可以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公德规范。由前者可以引申出对陌生人友爱互助、主动参与社群服

务的积极性“不完全义务”，由后者可以引申出尊重他人、不侵害他人的消极性“完全义务”。与“仁”德相

比，“义”德更具有公共性。儒家的“仁德”由“亲亲”之爱外推而产生博爱，限定了“仁”德的源头。而“义”

德不同，其强调对外在规范的遵守和正当、正义的道德价值。从“完全义务”的角度来说，传统的“义”德

要求，在以等级秩序划分职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遵守外在的道德规则，做好分内之事。在当今社会

可引申为人应当熟悉并遵守社会规则，尤其是在不同岗位上应恪守自己行业的职业道德。值得注意的

是，孟子使“义”从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内心对是非、善恶的裁判，认为符合“义”的行为即是人内心的道德

感、责任感的外在体现。这一规范既可用于衡量“利”是否可取，也可用于衡量“勇”是否可行。在当今社

会可引申为维护社会正义、公正而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无反顾的“不完全义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指出，“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

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

自律。”[26]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个人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追求，这些追求融汇于中国精

神之中，是我们如今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文化土壤。大德、公德、私德的划分又是相对的，三者统一

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之中。正如蔡元培所言“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24]198。因此，在当代既要明确公德与

私德适用场域的划分，也要注重发掘中国精神之中关于道德培养的中国智慧，发现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共

通性，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结  语

中国精神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自古及今，由家及国，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作为

思想、文化、道德的深层结构以及生动形态，中国精神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民努力守护的价值诉求。这种

诉求以理性的形式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凝结为一种独具美感的集体生活，成为了每个人的安身立

命之所。作为中国精神的历史展开，思想传统延续着中国文明的终极思考；作为中国精神的广度，文化

生命呈现着中国文明的美好愿景；作为中国精神的厚度，核心道德价值承载着中国文明的伦理规范。在

中国精神的感召下，通过破除种种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积习，焕发民族文化本有的创造力与进取心，中国

文明将会势不可挡地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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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pirit

NI Su-xiang, LIU Jing-ji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pirit reflects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is also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can not only help unleash its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elp answer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deology, culture, and morality.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ntegrat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oviding ideological nourish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ts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promo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mor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ts cultivation of personal morality and nourishment of public morality.

Key words: Chinese spirit; ideological value; moral value; cultur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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